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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之正读

刘摇 文摇 化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100088)

[摘摇 要] 摇 2012 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全程录音录像制度。 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是遏制刑讯逼供的重要法宝、是印证讯问

笔录的重要载体、是记录“案中案冶是否发生的重要工具。 当前,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主要存在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粗疏、选择

性录音录像问题突出、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 完善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切实防范刑事错案,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规

定、加强内外监督,实现侦查机关与羁押场所管理体制上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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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摇 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2012 年 3 月 14 日第 11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 5 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正,修正后的刑事

诉讼法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第 121 条

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

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

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

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 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

行,保持完整性。冶由此,随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

实施,同步录音录像的案件适用范围得以扩大。
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主要包

括以下基本内容:
其一,录音录像必须“全程冶进行。 2012 年公安

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下文简称

2012 年公安部《规定》)第 203 条规定:“对讯问过程

录音或者录像的,应当对每一次讯问全程不间断进

行,保持完整性。 不得选择性地录制,不得剪接、删
改。冶法律及司法解释为什么对录音录像作出必须

“全程冶进行的规定,其根据就是为了保证录音录像

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当控辩双方在诉讼过程中

对讯问过程提出异议的时候可以通过录音录像资料

完整再现讯问过程,达到澄清事实的目的;相反,如
果录音录像资料选择性进行,侦查机关则完全可能

规避刑讯逼供等非法讯问行为,录音录像资料大量

失真,失去了对侦查讯问过程合法性进行监督的功

能,从而也丧失了录音录像制度建立的初衷和本来

意义。
其二,全程录音录像区分了“应当冶与“可以冶两

种情形,适用录音录像制度的只是部分刑事案件。
新刑诉法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

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冶对讯问过程进行录

音或者录像。 其他案件则没有明确“应当冶录音录

像。 对于上述法律规定之“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冶,
2012 年公安部《规定》第 203 条明确指出:“其他重

大犯罪案件冶,是指致人重伤、死亡的严重危害公共

安全犯罪、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以及黑社会

性质组织犯罪、严重毒品犯罪等重大故意犯罪案件。
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均具合理性。 一方面,
这是由我国现有的司法环境所决定的,由于录音录

像制度是经过司法实证检验可行的新生事物,需要

继续在司法实践中慢慢发展并变得成熟,如果短期

内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全面推开有一定难度,也容易

遭到侦查机关更大程度的抵触;另一方面,这还是由

我国现有的司法资源等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在偏远

少数民族地区、西部落后地区,录音录像设备的大范

围配置尚需要足够的财政支持,这些都需要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因此,也不具备对所有刑事案件都录

音录像的物质条件。 法律区分案件类型作出“无期

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冶 “应当冶
全程录音录像这样的规定,也是合理调配司法资源

的表现,法律规定将最紧迫、最急需以及主要的司法

资源配置给重罪案件,这样能确保更大程度、更大范



围发现案件真实,以免发生刑事错案。
探视域外法治,我国台湾地区和其他国家也并

不是对所有刑事案件的讯问过程都采取录音录像措

施。 我国台湾地区规定“急迫情况冶下也不需要录

像,对“急迫情况冶的规定为:“无录音设备或录影设

备可用,且如不即时侦讯,恐不能阻止新犯罪发生或

犯罪结果发生、或犯罪结果加重或扩大,或共犯逃脱

等情形而言,始妥当。冶 [1] 英国《1989 年反恐怖主义

法》和《1911 年官方保密法》规定对于恐怖犯罪案件

和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录音。 在美国,大部分警

察局将讯问录音录像限制在重罪案件范围内,如杀

人、性骚扰、暴力抢劫以及其他一些暴力或侵犯人身

安全的犯罪;少数一些警察局会在交通肇事(酒后

或服用毒品后驾车)、虐待儿童及家庭暴力犯罪的

讯问中采用录音录像制度[2]。

二摇 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功能与意义

(一)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是遏制刑讯逼供的重

要法宝

从一定意义上说,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

设立的初衷就是要遏制长期以来侦查讯问犯罪嫌疑

人过程中的刑讯逼供现象,通过全程录音录像制度

来形成打击刑讯逼供的震慑力,形成对侦查询问人

员强大的监督效应。 最初开始的侦查讯问犯罪嫌疑

人建立录音、录像、律师在场制度实证项目也充分证

明,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是防止刑讯逼供、切
实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有力法宝。

从大多数意义上说,刑讯逼供还是导致刑事错

案发生的罪魁祸首。 研究发现,几乎每一件刑事错

案的发生,无不与刑讯逼供如影随形、相伴而生。 刑

讯逼供已经成为酿成错案的第一祸害,这一点已经

成为大多数国人的共识,也成为国外设立录音录像

制度的理由之一。 正如美国司法部部长埃里克·霍

尔德在宣布这一规定的视频里指出:“同步录音录

像将为重要调查以及与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互动提供

客观的记录,切实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宪法权

利。冶他还指出,同步录音录像对于执法机关和执法

人员来说也是很有力的支持,可以保护他们免受不

实投诉之苦[3]。 全面录音录像制度正是希望通过

对刑讯逼供的遏制,来铲除刑事错案发生的直接动

因,避免刑事错案的萌芽与发生。
(二)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是印证讯问笔录的重

要载体

大量的司法实践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庭

审过程中经常翻供,指出讯问笔录是在遭受刑讯逼供

等非法侦查行为的情况下取得的。 对于这一庭审突

袭情况,在过去多年的司法实践中,如果没有侦查讯

问阶段的录音录像作为印证材料,法庭控辩审三方将

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自从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产

生后,对于这一过去法庭碰见的棘手问题就能得到很

轻松的解决。 最简单的办法即是通过播放侦查讯问

全程录音录像资料,便能对侦查程序是否存在刑讯逼

供等非法行为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判断,控辩双方对事

实的认定,对裁判的结果会有更大的认同。 据南京市

检察机关的一项统计,实行同步录音录像后,职务犯

罪案件翻供率从原来的 15%下降到不到 5% [4]。
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应用,恰恰能在

控辩双方对侦查行为合法性产生疑问,对侦查讯问

笔录证据能力产生异议的关键时候发挥澄清事实真

相的作用,是对侦查讯问过程的真实回放、全程再

现,是对侦查讯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的有效印证,
也是对庭审控辩双方围绕侦查程序是否合法、侦查

讯问笔录是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进行质证的重要载

体,这对于案件真相的发现、对于刑事错案的预防无

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摇 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在我国实施的现状与问题

(一)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粗疏

在英国、美国部分州、韩国、澳大利亚以及我国

台湾地区,都制定有详细的法律来规范侦查讯问录

音录像制度的实行,其中英国是最早建立讯问同步

录音录像制度的国家。 1988 年英国《警察与刑事证

据法(操作守则 E)》,对讯问录音的做法进行明确

规定,要求录音警察每次制作两盘录音带,一盘用于

保存母带,一盘用于复制更多的工作录音带。 2001
年在《刑事司法与警察法》中又规定了讯问全程录

像的要求,即警察在警察局讯问室对犯罪嫌疑人开

始讯问时,除了制作上述两盒录音带以外,还必须制

作两盒录像带。 这两盒录像带,必须为同一录像机

录制,而不是拷贝的[5]。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

度的法条只有第 121 条。 该条规定了讯问录音录像

制度的适用范围,区分了“可以冶和“应当冶对讯问过

程进行录音录像的两种情形;同时,还特地强调了录

音录像的“全程性冶与“完整性冶,但对于其他细节未

作规定。
就笔者搜集的资料来看,目前与录音录像相关

的司法解释主要有:(1)规定了当控辩双方对侦查

讯问过程合法性产生异议时,当庭播放侦查讯问录

音录像的质证程序。 2012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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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文简称

2012 年最高法《解释》)第 101 条规定:法庭决定对

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的,可以由公诉人有针

对性地播放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提请法庭通知有

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等方式,证
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 2012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
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下文简称 2012 年

最高检《规则》)第 75 条作出了类似规定,并补充强

调:需要播放的讯问录音、录像中涉及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含有其他不宜公开的内容的,
公诉人应当建议在法庭组成人员、公诉人、侦查人

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范围内播放。 (2)规定了对

录音录像资料与讯问笔录不一致时的处理程序。
2012 年最高检《规定》第 311 条规定:经审查发现侦

查机关讯问录音、录像内容与讯问笔录不一致等情

形的,应当逐一列明并向侦查机关书面提出,要求侦

查机关予以纠正、补正或者书面作出合理解释。 发

现讯问笔录与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内容有重

大实质性差异的,或者侦查机关不能补正或者作出

合理解释的,该讯问笔录不能作为批准逮捕或者决

定逮捕的依据。 (3)2005 年 11 月 1 日最高人民检

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过《讯问

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
行)》,该规定主要是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

人适用的录音录像程序规定,也是全程录音录像制

度写入刑诉法典之前的成功实践。
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粗疏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不一致问题如何适用和解

决。 比如 2005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讯问职务

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
第 12 条明确规定“讯问结束后,录制人员应当立即

将录音、录像资料复制件交给讯问人员,并经讯问人

员和犯罪嫌疑人签字确认后当场对录音、录像资料

原件进行封存,交由检察技术部门保存。冶这就意味

着讯问录音录像应该制作两份。 但 2012 年刑事诉

讼法和其他司法解释中并未对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制

作数量和程序等作出明确和细致的规定。
2、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第 121 条的理解存在差

异。 如果侦查讯问阶段认为该案件不属于“可能判

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冶
而没有录音录像,但到了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提

起公诉的罪名却是可能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的案

件,原先没有录音录像的侦查讯问过程是否构成重

大程序违法? 如果犯罪嫌疑人对侦查讯问过程合法

性提出异议,在失去录音录像资料的前提下,如何证

明侦查讯问全程是否合法,如何对侦查讯问全程进

行补救? 法律和司法解释未作明确规定。
3、对于侦查机关讯问被告人的录像,辩护人是否

有权复制问题。 2013 年 9 月 4 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以“辩护律师能否复制侦查机关讯问录像问题冶向最高

人民法院请示。 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的请示以(2013)刑他字第 239 号文作出了答复:“对
于侦查机关的讯问录音录像,如公诉机关已经作为证

据材料向人民法院移送,又不属于依法不能公开的材

料的,在辩护律师提出要求复制的情况下,应当准

许。冶[6]该规定意味着辩护律师复制讯问录音录像的两

个条件:一是讯问录音录像必须是作为证据材料移送;
二是依法能够公开。 由此产生的隐忧是,如果侦查讯

问录音录像显示有刑讯逼供行为,但侦查机关没有将

其移送审查起诉和审判机关,这份录音录像资料是否

就不能被律师复制? 如果不能复制,辩护方如何申请

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如何有效发挥录音录像制度

遏制刑讯逼供的重要作用? 这些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

题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4、录音录像资料的性质不明确,是属于证据种

类还是属于案卷材料? 如果属于证据,是固定属于

何种证据,还是根据录音录像的实际内容不固定地

属于某种证据? 也正因为录音录像资料的性质不

明,司法实践中对同步录音录像资料是否应该随案

移送也认识不一。 2005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

《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

定(试行)》第 14 条明确规定“案件移送审查起诉

时,应当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复制件随案移

送。冶但在 2012 年的三大司法解释中,仅有 2012 年

最高检《规则》作出规定,新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和

公安部的司法解释中均并未对同步录音录像资料是

否随案移送作出明确规定。
(二)选择性录音录像问题突出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录音或者录像应当

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冶,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仍

困难重重。 有学者指出:“侦查人员进行非法讯问

时,完全可以在摄像头所及范围之外,或者根本不开

机,等到取得犯罪嫌疑人口供后,再打开摄像机,让
犯罪嫌疑人重复一遍之前的供述即可。 此时的监控

不但完全失去意义,而且成为掩饰非法讯问行为的

幌子。冶 [7] 亦有学者以检察机关贯彻全程同步录音

录像的情况为例,对录音录像的实施状况进行了调

研。 调查显示:在侦查期间对所有讯问的全过程都

进行录音录像的仅占 30% ,对第一次讯问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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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录音录像的占 16% ,对最后一次讯问的全过程

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占到 8% [8]。 还有学者调查发

现:实践中经常出现讯问笔录所记载的内容与同步

录音录像上所反映的内容、时间不一致的现象。 这

样带来的风险是极大的:一旦开庭时被告人要求当

庭播放同步录音录像以否认笔录内容,如证明自己

曾有辩解或不曾认罪,无疑会使检察机关陷入尴尬、
被动的境地,直接影响诉讼的进程甚至结果[9]。

根据重庆市有关学者的实证调查研究,基本上没

有对侦查期间所有讯问全过程都同步录音录像的案

例,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对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讯问的全

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只有 46%的侦查人员对侦查阶

段每次讯问全过程进行了录音录像。 实践中,绝大多

数案件都是在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之后才开始

录音录像,至于在此之前的讯问情况,都是按照旧的

方式操作。 这种“先审后录冶的做法,是导致实践中

不少被告人到法庭上以在录音录像之前遭到刑讯逼

供为由推翻同步录音录像的供述的最主要原因。 由

于不能切实保证讯问录音录像的“全程冶性,极大地

削弱了同步录音录像形成证据的证明力[10]168。 司法

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录哪些、送哪些、播哪些,决定权都

在侦查机关手中,录音录像成为其手中的“私家武

器冶。 如此被精挑细选后,最后呈现给法庭的,自然是

能够证明“取证合法冶“翻供无理冶的录音录像,刑讯

逼供的痕迹被擦拭得无影无踪[4]。 这样的录音录像,
能否起到遏制刑讯逼供的积极作用实在是令人怀疑,
也令当初的立法者始料未及。

之所以出现选择性录音录像的问题,不外乎以

下几个原因:一是对正当程序的漠视。 无论是 2005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

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还是最新颁

布的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侦查讯问过程录音录

像要“全程冶进行,部分侦查人员仍然我行我素,是
缺乏对正当程序和法治理念的最起码敬畏。 二是传

统侦查询问方式的阴霾不散。 一直以来,侦查讯问

人员通过威胁、引诱、欺骗甚至刑讯逼供来侦破案件

的传统侦查取证方式方法还大有市场,录音录像制

度的设立让他们在内心产生抵触和排斥心理,甚至

有厌烦情绪。 根据调研统计,高达 89% 的侦查人员

认为传统讯问方式更利于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高达 91%的侦查人员认为同步录音录像限制了侦

讯技巧的发挥[10]173。 三是监督制约制度缺失。 侦

查讯问过程的封闭性、侦查羁押管理体制的趋同性

让侦查讯问过程很难有第三方进入,对于录音录像

过程何时开始、何时停止失去监督,侦查讯问人员即

使违反录音录像制度规定,也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

法律后果。 由此种种,造成选择性录音录像制度大

行其道,全程录音录像制度被大打折扣。
(三)监督机制缺失

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设计初衷是希望能对侦查

讯问行为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但是,不可否认

的是,如果将录音录像的权力完全赋予侦查机关一

方而失去其他方面的监督,侦查机关则很可能因为

自身侦查权的过于强大而变相执行录音录像制度,
这样就违背了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设立的初

衷,在根本上损害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益。
在我国,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从设计之初就存在

制度性缺陷。 在公安机关内部,尚未建立全国通行

的专门的《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实行同步录音

录像规定》,执法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和录

音录像全部是由同一个机关和同一批侦查人员操作

完成,缺乏对录音录像制作过程监督的第三方。 对

于检察机关的侦办案件而言,尽管最高检 2006 年制

定的《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

步录音录像的规定》明确“实行讯问人员与录制人

员相分离的原则冶,即设置了审录分离制度来加强

对侦查人员讯问录音录像全程的监督,但不可否认

的是,承办案件的人员是侦查部门的工作人员,录音

录像人员是检察机关内部技术部门的工作人员, 实

质上都是检察院的内部机关,第三方完全中立和超

脱的角色难以保证,这种监督的效果不得不让人怀

疑。 如果单凭制度约束而没有客观中立的第三方的

介入或者监督,其作用则是有限的,导致的结果是录

音录像资料的公正性难以保证,录音录像资料的可

信度严重降低[11]。

四摇 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正当化构建

(一)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规定

现行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全程录音录像制

度,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仍有完

善空间。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统一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在目前司

法实践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先通过一些司法解释

来予以规范和完善录音录像制度的适用问题,待时机

成熟以后再补充吸收到刑事诉讼法典当中。 当前,检
察机关有关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司法解释略具雏形,
但公安机关的相关规定则有所缺失,应该制定出一套

适合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通用的全程录音录像操作

细则,比如在全程录音录像的具体范围上,2012 年公

安部《规定》已经对“应当冶进行录音或者录像的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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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作出了司法解释,但是 2012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

的司法解释对“应当冶录音录像的案件范围没有细化

阐述。 又如在随案移送问题上,三大机关应该制定相

互衔接的司法解释,就侦查讯问录音录像从制作到庭

审出示等程序制定出完整规范细则。
2、明确录音录像资料的性质。 司法解释应该明

确录音录像资料属于证据的一种,一般情况下而言,
录音录像资料本质上还是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供述和辩解,因此应该与讯问笔录、书面供词等传统

纸质证据载体具有同等地位。 在特殊情况下,录音

录像资料因为承载内容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证据形

式,突出表现就是当录音录像资料记载有刑讯逼供

行为的时候,录音录像资料应该成为证明侦查人员

是否构成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威胁、引诱、欺骗等

其他非法方法取证的视听资料。 司法解释首先必须

明确录音录像资料的证据属性、地位这一基本前提,
才能充分发挥录音录像资料在诉讼环节中的重要作

用,充实辩护方的防御力量,实现立法者的预期目

的,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录音录像资料无法随案移

送的难题。
3、规范同步录音录像的制作、保管、使用、管理

和救济程序。 一个完整的程序规定既能方便公安司

法机关办案,也能方便辩护律师和诉讼当事人维权。
2005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讯问职务犯罪嫌疑

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对讯问职

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制作、确认、移
送、保存、适用等整个程序作出了大致的规定,具有

重要的开创性意义,遗憾的是最新颁布的刑诉法和

司法解释没有作过多吸收和利用。 在当前录音录像

制度已经进入刑事诉讼法典的情况下,最高法、最高

检、公安部、司法部等国家机关应该吸收 2005 年最

高检《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的规定(试行)》的合理成分,统一制定专门针对录

音录像资料的制作、使用、存档管理、法律责任和监

督救济等内容的操作程序细则。 比如要明确违反相

关规定的法律责任,对于未严格执行全程录音录像

制度规定,或者执行中弄虚作假,选择性录音录像的

违法行为,一经查证属实,应该依照有关规定严格追

究单位负责人、主要责任者和其他责任人员的责任。
4、司法解释还应该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

题及时作出回应和调整。 如对于录音录像“全程进

行冶的理解,应该明确规定“全程冶既包括对侦查阶

段任何一次讯问这一数量上的要求,也包括每一次

讯问从进入讯问室开始到讯问结束这一时间上的要

求。 再如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第 121 条“可能判处无

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冶的理

解问题,应该明确包括起诉书中的指控罪名,并结合

最新颁布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犯罪嫌疑人和被

告人设立相应详尽的救济程序,包括辩方对录音录

像资料提出异议后如何启动复查程序、如何质证、具
体时限、对案件的实体结果会产生哪些影响等都应

该进一步细化。
(二)探索建立侦羁分离机制

在我国现行的侦查机关和看守所一体的机制

下,即使实施讯问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其公正性

难免仍然遭到质疑。 这种管理体制上的同一性,组
织机构上的亲近性、侦查讯问程序的封闭性,很难让

外部监督因素进入侦查讯问程序,从而让侦查讯问

过程失去一定的制约,侦查权也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侦查讯问过程的合法性包括录音录像资料的真实性

和全程性等也容易遭到怀疑。 如在杜培武案中,虽
然控方在提交给法庭的“审讯录像冶中一切程序合

法,没有发现刑讯逼供行为、11 名刑侦技术人员出

庭作证表示没有刑讯逼供行为,但该案最终仍因杜

培武遭遇事实上的刑讯逼供行为而蒙羞。
西方大多数国家都区分了对犯罪嫌疑人讯问与

羁押的场所。 一般情况下,在司法官员就羁押问题

举行司法审查之前,嫌疑人被羁押在警察控制下的

拘留所里;而在法官经过审查作出羁押决定之后,被
告人则通常被羁押在监狱或其他不由警察、检察官

控制的监禁场所里[12]。 在英国、日本和我国香港地

区早已不同程度存在类似于看守所中立的制度,以
便于对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进行有效地监督,减少侦

查讯问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控制时间,切实防范非

法讯问行为的发生。 英国 1984 年《警察与刑事证据

法》建立了羁押警察(看守官)制度。 羁押警察不受

当地警察的制约,直接由内政部管辖,在警衔上高于

侦查警察。 责任是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为其行

使权利提供便利,并有权对侦查警察送押的犯罪嫌

疑人进行必要的人身检查,有权要求侦查警察说明

逮捕嫌疑人的原因和对是否需要关押做出决定并制

定书面记录等[13]。
而根据我国的相关规定,羁押犯罪嫌疑人的看

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管辖。 在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

关以及检察机关对看守所享有法律监督权的情况

下,很难指望看守所会在是否全程同步录音录像问

题上与侦查机关进行一些实质性的对抗。
显然,如果将侦查机关和羁押场所相互分离,势

必打破羁押场所对侦查机关的依附关系,在实质上

摆脱侦查机关对羁押场所的干预和影响,彻底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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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自身的中立性,实现对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
的监督,有利于确保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实

施的效果和质量。 为此,既要限制侦查机关在将犯

罪嫌疑人送交羁押场所之前对犯罪嫌疑人的控制时

间,原则上还应该禁止侦查机关将已经被羁押的犯

罪嫌疑人带到侦查机关自己内设的审讯室内进行讯

问,以保证侦查讯问全程在录音录像的环境下进行。
(三)加强内外监督

英国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监督制约程序已

经比较成熟。 在英国,以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了对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全程的有效监督。 第一,羁
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独立于侦查机关的机构或

人员负责。 在英国,在提出起诉以前和提出起诉以

后,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机构是不同的。 在提

出起诉以前,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在各警察局内设的

拘留室中,但为了防止警察利用羁押犯罪嫌疑人的

机会非法获取口供,立法规定羁押场所由独立于侦

查人员的两种特殊警察,即羁押官( custody officer)
和审查官(review officer)负责。 第二,警察逮捕犯罪

嫌疑人之后的讯问活动受到羁押官的严密控制。 如

根据《守则 E》第 3 条第 3 款和《守则 F》第 3 条第 3
款的规定,因出现某种特殊情况不能或不便录音录

像时,应当由羁押官审查决定。 又如根据《守则 E》
第 4 条指导注释 4H 和《守则 F》第 4 条指导注释 4B
的规定,在嫌疑人提出抗议或申诉时,羁押官应当被

叫来迅速对争议作出处理,并且只要有可能,录音录

像设备应当一直打开,直到羁押官进入会见室并与

被会见人谈话时为止。 第三,保障辩护方对录音录

像有充分的程序参与权。 首先,被追诉人对是否启

动录音录像程序享有一定的决定权。 根据《守则 F》
第 3 条第 1 款 f 项的规定,在被追诉方要求对讯问

活动进行录像时,警方应当对讯问活动进行录像。
其次,被追诉方有权对录音录像带的保管和使用进

行监督。 根据《守则 F》第 6 条第 2 款和第 4 项的规

定,被追诉方有权在母带拆封、录制以及重新封存时

到场。 最后,被追诉方有权分享录音录相材料。 根

据《守则》E 第 4 条第 16 款和《守则 F》第 4 条第 19
款的规定,会见结束时,讯问人员应当给嫌疑人一份

书面通知,说明录音录像材料的用途以及查看录音

录像材料的方法,并告知嫌疑人如果其被起诉或者

被通知将被起诉时,警方将尽可能及时给他提供一

份录音录像材料的复制品。 也就是说,如果被追诉

人被起诉,辩护方将有权与控方平等分享录音录像

材料[14]。 这些经验都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要确保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的真正落实,必

须充分发挥监督在侦查讯问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要

区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同的侦查讯问特点,分
别设置不同的监督方式。 总体而言,侦查人员与录

制人员要实行“回避冶原则,一是个人的“回避冶,即
侦查人员不能直接录制、参与后期制作及封存录音

录像等任何程序;二是组织的“回避冶,即侦查人员

与录制人员必须分别归属于不同的国家机关。 同

时,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过程中必须引入第三方

监督主体,确保监督地位的中立性,切实避免选择性

录音录像现象的发生,以完整记录侦查讯问全程。
比如江苏省海安县检察院在对王某、顾某、樊某职务

犯罪进行讯问的过程中,邀请三名人民监督员到监

控指挥中心,通过观看同步录像以实施监督活动,讯
问完毕后,在人民监督员的见证下,检察技术人员当

场制作录音录像资料,并当场进行封存,由人民监督

员在录音录像工作笔录上签署意见[15]。 在人民监

督员监督下制作的录音录像资料的可信度得到了提

高,公诉案件的起诉质量得到更大程度保障,犯罪嫌

疑人的翻供率也明显下降。
在监督的组织架构上,对于公安机关侦查讯问

全程,由于公安与检察分属不同系列,很难存在行政

上的利益一体关系,因此可以充分发挥检察监督的

重要作用,由检察机关的技术人员进行录制暨监督,
并参与后期必要时的编辑,以及最后的封存和启封

工作等。 而对于检察机关的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

实施而言,出于组织“回避冶原则,不能由检察机关

内部的检察技术人员来进行录制暨监督,可以引入

有录制技术的人民监督员作为现场第三方监督主

体,并参与后期必要时的编辑,以及最后的封存和启

封工作等。
在监督的具体内容上,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每次讯问结束后,应由记录以外的第三人对同步录

音录像资料及笔录制作情况进行审核,如发现问题,
应采取重新讯问、补充讯问等方式进行弥补。 同时,
应建立全程在场、定期检查、临时巡查、与被侦查讯

问的犯罪嫌疑人单独访谈等方法实施监督,选择适

当的时间对同步录音录像的录制、密存、保管、调阅、
归档等工作进行执法规范化检查。 另外,还可将同

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实施情况纳入目前检察机关的考

核体系中,制定出科学、合理且具有良好导向作用的

考评指标[9]。 在最后的录音录像资料原件封存交

付前,必须得到监督人员的签名方能有效。

五摇 结语

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从 2002 年最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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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开始,到 2005 年全国三地制度试验,2007
年 10 月 1 日开始职务犯罪案件全线实施,直至

2012 年进入刑事诉讼法典。 然而,司法实践中录音

录像制度的种种变异,着实超乎了制度设计者的初

衷,也亵渎了该制度的本意,对此更要保持一种务实

和诚恳的态度。 正如德国赫尔曼教授所言:“我们

不能陷入一种天真的法律证实主义思想,认为实际

中的刑事诉讼程序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与法律的规定

相吻合和一致的。 我们应当是把刑事诉讼程序视为

是一种具有生命的有机体,它如同其他任何一个在

社会中产生功能的系统一样,时刻在经受着变化,也
常常以偏离法律规定的方式自己在发生变化。冶 [16]

单打独斗的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无法承载规范侦

查讯问活动的所有法治理想,我们更需要法治信仰

的逐渐生成、制度安排的体系成型、法治环境的持续

优化和司法改革的整体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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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ng the Whole Audio and Video Recording System and Misjudged Criminal Cases

LIU Wen鄄hua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摇 Criminal Procedure Law provides the whole audio and video recording system in 2012. The whole audio and video re鄄
cording system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agic key for curb torture to extract confessions, but also a vital carrier to confirm the interroga鄄
tion record and a significant tool to record whether the case happens . Currently,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existed in the whole audio and
video recording systems, such as the provisions with careless legal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elective video and audio recording prob鄄
lems,deficiency in oversight mechanisms and other issues.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whole audio and video recording system so that
to effectively prevent criminal misjudge occurred. Furthermore improving provisions of the relevant legal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in鄄
ternal and external oversight system and separating the investigating authorities on the detention facilities management system are also a
matter of great urgency.

Key words:摇 the whole audio and video recording system;摇 misjudged criminal cases;摇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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